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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研究尝试将社会认同理论应用于组织创造力研究领域，将组织情景中与工作密切相关的3种身份认同（组织认同、领导认同、职业认同）同时引入到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分析框架内。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472名员工的问卷调查，实证检验了组织认同、领导认同和职业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创新支持感促进了员工创新行为；三种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都通过了检验，并且组织创新支持感完全通过这三种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其中职业认同的中介效应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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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research through social identity view. We used three kinds of identity-including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supervisor identification,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which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work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We theorized that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supervisor identification,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would mediate that relationship. In a sample of 472 employees from high-tech enterprises, we tested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creativity promoted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multiple identit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namely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creativity indirectly effected on  innovation behavior through the full mediation role of multipl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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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创新常常发生于支持创新，以及创造性尝试被奖励的组织情境中[1]。基于组织支持理论，有研究者探究了组织创新支持感（POS for creativity）——员工对组织支持他们在工作中提出并实施创意想法的主观感知[2]——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3-4]。但是，以往研究通常将组织创新支持感视为环境因素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并未深入探究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
自Ashforth和Mael将社会认同理论引入到组织行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认同视角来解释员工在工作场所的态度与行为[5]。由于组织包含了多个子系统和亚文化，这为员工提供了多元的认同目标。因此，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fication）在组织情景中是广泛存在的，员工可能同时对管理者、职业、工作团队、组织等产生认同 [6-7]。深入理解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认同在人们行为决策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8]。研究表明，无论是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领导认同（supervisor identification），还是职业认同（profession identification），都对员工的工作态度与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9-10]。
受社会认同理论的启发，本研究尝试将多重认同引入到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分析框架内。在组织情境中，相对于国家、民族、性别等社会群体成员身份，与工作相关的身份对员工自我界定的作用更为重要[6]。因此，本研究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将组织情景中三个与工作密切相关的，有重叠却又有明显区别的身份认同——组织认同、职业认同、领导认同——引入到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分析框架内，以期能将社会认同理论拓展到组织创造力研究领域，尝试从认同视角解释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从而为组织创新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

基于社会交换的互惠原则，组织支持理论认为员工与组织遵从互惠规范，一方的善意对待将获得对方积极回报，从而使交换双方都受益。在交换过程中，员工对组织如何重视他们的贡献，以及关心他们的福祉的总体感知即为组织支持感 [11]，它影响着员工的工作表现和态度，对员工和组织都具有积极影响 [12-14]。在组织创造力研究领域，研究者们根据“更接近目标行为的前因变量可以更好地预测目标行为”原则，提出了组织创新支持感概念，它是员工对组织激励、尊重、奖励和认可创造力的主观感知[2]。当员工感知到组织支持创新时，他们开展创造性活动的动力和主动性更强 [15]，他们会主动寻求反馈，在工作中的创造性行为表现也越多 [16]。
实证研究验证了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作用。例如，Amabile等人[1,17]研究发现员工感受到组织对员工创新的鼓励、尊重和奖励越高，他们的创造力越高。Zhou和George[3]则发现当员工对工作不满时，组织创新支持感是促进其创造力的重要条件。国内学者也发现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作用[4,18-19]。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1：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积极作用。
2.2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Ashforth 等人[9]分析了众多组织认同概念的维度及内涵，将之归纳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类，广义的组织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结构，包括认知、情感、行为等多个维度；狭义的组织认同是静态的，强调组织认同的认知特性。Ashforth 和 Meal强调认知特性的组织认同界定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本研究亦采取这一概念界定，即“组织认同是个体与组织的一致性或个体从属于组织的一种感知”[5]。下文逐步分析组织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第一，组织创新支持感对组织认同的积极影响。组织支持能够满足员工的社会性需要，促使员工产生对组织的义务感——关心组织福利，进而促使员工将组织成员身份和角色地位整合到其社会身份中[12]，实证研究亦证实了组织支持感对组织认同的积极作用 [12, 20]。而组织创新支持感是组织支持感在创新活动领域的拓展，支持创新的组织重视员工的创造性，构建了支持创新的组织管理系统；同时，支持创新的组织尊重员工的创新实践，容忍员工的多样性，为员工创新提供充足的资源，这就满足了员工高层次需要（如成就、自我实现等），促进了员工“组织人”的自我认定。因而，组织创新支持感可以提升员工的组织认同。
第二，“组织人”的身份认定促进了员工的创新行为。组织认同高的员工会为组织利益而努力工作，愿意为组织做出更多贡献[21]。从动机视角来说，组织认同是激发员工为组织尽最大努力的动机基础，是构成内部动机的重要部分[22]，而内部动机是创新行为的关键成分 [23]。因而，组织认同是激发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动机成分。另一方面，高组织认同的员工会积极从事角色外行为，如提出新的、有效的工作方式 [24]，为改进工作提出自己的创新建议等 [25]，以及增强员工间的合作，促进知识共享 [26]。实证研究证实了组织认同对员工创新行为或创造力具有积极作用 [27-28]。
第三，组织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有很多学者将组织认同视为联系支持性组织情景和员工工作行为的纽带 [29]。在组织创造力研究领域，Carmeli等人[30]考察了认同在变革型领导、LMX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变革型领导和LMX可以提升员工的组织认同，进而激发了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谭道伦[31以金融服务业员工为样本，调查发现，组织认同在组织支持感与员工服务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张伶等人[32]则验证了组织认同在家庭亲善政策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2：组织创新支持感通过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2.3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

职业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人们“对自己与职业具有一致性或从属于某个职业的知觉”[5]。虽然学者们对职业认同定义的侧重点不同，但其核心内涵是个体对某一职业的喜爱和从事某种职业的价值感，结果表现为个体以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来定义自己的程度 [33]。它与组织认同的区别在于：职业认同是在职业范畴上对自我身份的认定，而组织认同是在组织范畴上对自我身份的认定[34]。下文逐步分析职业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第一，组织创新支持感对职业认同的积极作用。组织内部环境对个体职业认同的建立、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有利于实现个体职业发展目标的组织环境会增强员工的职业认同度 [35]。支持创新的组织鼓励员工的创造性尝试，奖励创新成果，员工的高层次需要更容易得到满足，从而提升了员工的工作价值感，使他们更加喜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这就增强了员工的职业认同 [36]。
第二，职业认同促进了员工的创新行为。高职业认同的员工能够在从业过程中体验到意义感和使命感。内在的积极体验对个体来说是一种内在激励，能够让个体在工作中保持持续的投入[37]；而积极的、持续的工作投入是员工与工作相关的情绪与认知状态的积极体现，有助于员工创新 [38]。另一方面，职业认同还表现为员工对所从事工作的喜爱，高职业认同的员工更愿意继续从事其工作[39]；而从业时间更长，在同一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也就越多，也会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专业知识是创造力的重要成分）[23]。

第三，职业认同中介了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从前文可知，支持性的组织情景是员工职业认同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高水平的职业认同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投入，知识积累，进而促进创新。实证研究也表明职业认同是联结组织情景因素（如真实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或行为的重要中介[40]。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3：组织创新支持感通过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2.4领导认同的中介作用

领导认同是员工对其领导的个人认同，它是个体在行为与观念诸多方面与其领导具有一致性的感知[41]。依据认同理论，组织认同的形成机制之一是“交换”——组织提供物质的、心理的报酬，这些报酬满足了员工需要，促进了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在此交换过程中，组织交换资源的提供者与资源分配者并不统一，“资源分配者”可能是组织、制度，也可能是其上级领导。员工必须接受资源分配者的权威，以获得资源。当资源分配者是领导时，便会形成领导认同，员工会形成对领导负责而不是对组织负责，因而领导认同是组织认同的一种异化形式[42]。下文逐步分析领导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第一，组织创新支持感能够促进领导认同。领导作为组织的代理人，通过组织权力影响员工[12]。而中国社会的权力距离很大，领导比组织更加接近员工，员工更注重与其主管的社会交换[43]。领导对员工在任务分派、薪酬、晋升、资源分配等各方面起着决定作用[44]。可以说，在中国情景下，领导是组织交换资源的主要分配者。在创新支持越高的组织中，员工的创造性活动得到领导更多的资源匹配，领导对员工创新的关心、尊重、认可等可以满足员的社会性需要，从而激励员工会将自己的信念、目标，行为向领导靠拢[45]。这就使员工在心理上形成与领导的联结，促进对领导的认同。
第二，领导认同促进了员工创新行为。从关系认同视角来说，领导认同是员工依据与领导的关系来界定自我[46]。高水平的关系自我导致个体与重要他人的利益更加接近[47]。高领导认同的员工会给予领导更多承诺，更敏锐地觉察到领导对员工的行为期待，更倾向于将领导的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有更强的动机完成目标[48]。因而，当领导的目标是创新时，领导认同越高，员工创新行为则越多。即使领导没有明确的创新性目标，员工对领导的认同也是推动下属从事创造性努力的强大力量。因为，领导认同反映了员工与领导的高质量关系，这种关系中提升了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当员工感到安全时，就会降低创新行为的风险评价，从而尝试执行自己的创新构想，或冒险性地试错。实证研究已证实心理安全氛围有助于创造性任务的顺利完成[49]。
第三，领导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有研究者将员工的领导认同视为领导因素（组织情景因素之一）与员工创新行为的联系纽带，如曲如杰等人研究发现领导认同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50]；Carmeli等人[51]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增强了员工的领导认同，最终激发了员工的知识分享行为；Gu等人[52]则发现道德领导提升了员工的领导认同，而领导认同改善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进而激发了员工的创新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4：组织创新支持感通过领导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3研究方法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正式调查于2014年3月~5月期间，在常州高新开发区、南京江宁高新开发区进行，调研对象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在职员工，委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发放问卷，收回问卷526份，按照①缺选题项超过五题；②连续5个题项的选择相同，进行废卷筛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72份，有效回收率为89.7%，其中男性338人（71.6%），女性134人（28.4%）；年龄为25周岁以下81人（17.2%），25~30周岁176人（37.3%），31~35周岁143人（30.3%），35周岁以上72人（15.2%）；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下学历50人（10.6%），本科370人（78.4%），硕士及以上52人（11.0%）；一般员工396人（83.9%），基层管理人员65人（13.8%），中高层管理人员11人（2.3%）；生产部门186人（39.4%），研发部门107人（22.7%），营销部门64人（13.6%），行政部门68人（14.4%），其他部门47人（10.0%）。

3.2测量工具

3.2.1组织创新支持感

本研究采用顾远东等人[4]编制的组织创新支持感量表，该量表从Siegel创新支持量表（SSSI）和创造氛围评估量表（KEYS）中选取了7个项目，如“ 我们公司鼓励尝试与错误中学习的任事精神”、“我的主管能够适当的授权并支持我在工作上的创意”、“我的工作伙伴能够相互支持与协助”等，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测度，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计1到7分，得分越高表示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创新支持越多。

3.2.2员工创新行为

本研究选用Tierney等人[53]编制的个人创造性行为问卷，让受访者对自己工作过程中的创造性行为表现进行评估。问卷包括7个项目，如“工作中，我常会想出一些有创意的主意或点子”、“我常在工作中尝试新思想、新程序或新方法”等，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测度，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计1到7分，得分越高表示员工创造性行为表现越多。

3.2.3组织认同

本研究借鉴了Mael和Ashforth[54]编制的6个项目组织认同量表，该量表在组织认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在前期初测数据的分析过程中发现，该量表的第3个项目“当谈到现在公司时，我会说‘ 我们’而不是‘他们’”的共同度小于0.200，因子载荷小于0.300，项目质量较差，因而本研究删减了该项目，以剩下的5个项目作为组织认同的测量指标。该量表让受访者根据实际感受，对“听到别人批评现在公司时，我感觉就像是在批评自己一样”等描述自己对公司看法的陈述句，进行同意程度评估，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测度，从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计1到7分，得分越高表示组织认同程度越高。

3.2.4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的测评参照Hekman等人[55]的做法，在Mael和Ashforth的组织认同量表（删减了第3个项目）的基础上，将项目中的“公司”置换为“ 职业”，并进行相应的措词修订，形成5个项目的职业认同量表。该量表让受访者根据实际感受，对“当有人批评我所从事的职业时，我感觉就像是在批评自己一样”等描述自己对所从事职业看法的陈述句。记分方法与组织认同量表一致，得分越高表示职业认同程度越高。

3.2.5领导认同

领导认同的测评也是参照其他研究者的做法，在Mael和Ashforth的组织认同量表（删减了第3个项目）的基础上，将项目中的“公司”置换为“公司领导”，并进行措词修订，形成5个项目的领导认同量表。该量表让受访者根据实际感受，对“当有人批评我们公司领导时，我感觉就像是在批评自己一样”等描述自己对领导看法的陈述句。记分方法与组织认同量表一致，得分越高表示职业认同程度越高。

4研究结果

4.1同源方差检验

本研究采取Podsakoff等人[56]提出的同源方差检验方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方差旋转前的第一个公共因子，在控制该公共因子后，计算各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偏相关系数仍然显著，这表明本研究的同源方差问题不太严重，可以进行下一步数据分析。
4.2问卷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主要采用Cronbach α系数作为问卷的信度指标，以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在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计算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来反映问卷的建构信度和收敛效度。其中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正交方差最大化旋转法提取公共因子。

4.2.1组织创新支持感

员工创造性行为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57，问卷信度良好。7个项目的KMO检验为0.877，Bartlett球形检验为6403.825（P<0.001），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抽取了1个特征根大于1公共因子，解释总方差的88.827%，所有项目的共同度在0.622~0.930之间，因子载荷在0.814~0.920之间。以7个项目构建了一阶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数据拟合结果显示：χ2/ df为3.208（p<0.001），GFI 为0.991，NFI 为0.995，RFI为0.988，IFI为0.996，TLI为0.987，RMSEA为0.072；组合信度为0.969，AVE为0.816，以上结果表明模型收敛良好，问卷结构合理，具有良好信效度。

4.2.2员工创新行为

员工创造性行为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0，问卷信度良好。7个项目的KMO检验为0.766，Bartlett球形检验为2889.067（P<0.001），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抽取了1个特征根大于1公共因子，解释总方差的68.045%，所有项目的共同度在0.500~0.778之间，因子载荷在0.707~0.859之间。以7个项目构建了一阶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数据拟合结果显示：χ2/ df为7.142（p<0.001），GFI 为0.962，NFI 为0.975，RFI为0.948，IFI为0.979，TLI为0.955，RMSEA为0.114；组合信度为0.937，AVE为0.680，以上结果表明模型收敛良好，问卷结构合理，具有良好信效度。

4.2.3组织认同

5个项目的组织认同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1，问卷信度良好。5个项目的KMO检验为0.754，Bartlett球形检验为1905.438（P<0.001），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抽取了1个特征根大于1公共因子，解释总方差的76.385%，所有项目的共同度在0.743~0.797之间，因子载荷在0.862~0.893之间。以5个项目构建了一阶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数据拟合结果显示：χ2/ df为3.901（p<0.001），GFI 为0.990，NFI 为0.994，RFI为0.980，IFI为0.995，TLI为0.985，RMSEA为0.078；组合信度为0.942，AVE为0.764，以上结果表明模型收敛良好，量表结构合理，具有良好信效度。

4.2.4职业认同

5个项目的职业认同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8，问卷信度良好。5个项目的KMO检验为0.757，Bartlett球形检验为1902.446（P<0.001），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抽取了1个特征根大于1公共因子，解释总方差的72.253%，所有项目的共同度在0.569~0.837之间，因子载荷在0.755~0.915之间。以5个项目构建了一阶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数据拟合结果显示：χ2/ df为5.178（p<0.001），GFI 为0.967，NFI 为0.979，RFI为0.931，IFI为0.981，TLI为0.936，RMSEA为0.142；组合信度为0.929，AVE为0.723，以上结果表明模型收敛良好，问卷结构合理，具有良好信效度。

4.2.5领导认同

5个项目的职业认同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4，问卷信度良好。5个项目的KMO检验为0.750，Bartlett球形检验为1511.372（P<0.001），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抽取了1个特征根大于1公共因子，解释总方差的62.641%，所有项目的共同度在0.449~0.858之间，因子载荷在0.589~0.926之间。以5个项目构建了一阶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数据拟合结果显示：χ2/ df为6.426（p<0.001），GFI 为0.956，NFI 为0.968，RFI为0.920，IFI为0.971，TLI为0.925，RMSEA为0.156；组合信度为0.890，AVE为0.627，以上结果表明模型收敛良好，问卷结构合理，具有良好信效度。

另外，从下文表1可以看出，每一潜变量的AVE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这表明各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良好。

4.3假设检验

正式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组织创新支持感、组织认同、职业认同、领导认同和员工创新行为两两之间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及AVE平方根（n＝472）
	
	平均数
	标准差
	F1
	F2
	F3
	F4
	F5

	F1:组织创新支持感
	5.632
	1.106
	（0.903）
	
	
	
	

	F2:组织认同
	5.302
	1.181
	0.476***
	（0.874）
	
	
	

	F3:职业认同
	4.623
	1.202
	0.509***
	0.612***
	（0.850）
	
	

	F4:领导认同
	4.381
	1.026
	0.354***
	0.358***
	0.404***
	（0.792）
	

	F5:员工创新行为
	4.870
	1.012
	0.355***
	0.603***
	0.672***
	0.539***
	（0.825）


注：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相关系数在矩阵下三角中，对角线上的数值为AVE平方根。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本研究采取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假设检验。按照Anderson等人建议[57]，首先采用SEM分析中的纯粹验证思路（strictly confirmatory），对理论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并根据简约性原则和修正指数（MI）对模型进行修正，模型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其中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不显著，在最终模型中已被删除，在图中亦以虚线表示。模型拟合指数分别为：χ2/ df为5.537（p<0.001），GFI 为0.895，NFI 为0.907，RFI为0.861，IFI为0.908，TLI为0.864，RMSEA为0.172，数据与理论模型拟合良好。


[image: image1]
图1 理论假设模型拟合结果（n＝472）

由图1可知，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直接效用不显著，但它通过组织认同、领导认同和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作用达到了0.397（0.390×0.228+0.313×0.437+0.479×0.358），假设1通过了检验。组织认同、职业认同、领导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都是显著的，假设2、假设3和假设4都通过了检验。其中“组织创新支持感→职业认同→员工创新行为”路径效应最强，为0.171（0.479×0.358，p<0.001）；“组织创新支持感→领导认同→员工创新行为”路径效应次之，为0.137（0.313×0.437，p<0.001）；“组织创新支持感→领导认同→员工创新行为”路径效应相对最弱，为0.089（0.390×0.228，p<0.001）。

5研究结论与讨论

5.1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

研究结果显示，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r=0.355，p<0.001），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总效用达到了0.397，实证研究结果与组织支持感理论分析是一致的，这就为组织支持感理论提供了员工创造力研究领域的实证支持。当员工感知到组织、主管和同事等支持创新的因素时，如组织鼓励员工尝试新的工作方法、容忍失败，并提供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支持，主管能够授权并支持下属在工作中的创意，同事之间能够相互协助、分享心得等，可以激发他们积极开展创造性活动。

在管理实践中，为了激发员工的创造力，管理者们应该将构建支持创新的组织情景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首先，管理者们应该认识到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员工会经常面临挫折、困难等，此时，如果组织无法容忍失败，不提供相关的技术和设备支持，那员工往往会放弃创新活动，从而按部就班地以习惯性行为完成规定的任务。这就需要管理者要积极营造鼓励创新性思考和试错的工作氛围，并为员工的创新活动提供专业技术、信息与设备等方面的支持。其次，创新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太多的条条框框会限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主管的适当授权可以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因此，组织应该建立合理又系统的授权机制，让员工参与工作目标的制订，自由安排工作计划，自主采取工作方法和流程等，可以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创造力。第三，当今已不是员工单兵作战的年代，团队工作是执行工作任务的主要形式。良好的团队合作是激发员工创造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构建团队成员之间开放的沟通渠道是管理者的重要工作，以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真诚交换心得，建设性地解决成员之间的任务冲突。

5.2多重认同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将组织情景中与工作相关的三种认同——组织认同、职业认同和领导认同同时引入到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分析框架内。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显示，三种认同的中介作用都通过了检验，并且组织创新支持感完全通过这三种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首先，本研究依据Ashforth等人的研究思想，将社会认同理论应用于组织行为研究中，并将之拓展到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域，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从社会认同视角来解释员工创新行为的理论价值。目前，在组织创造力研究领域，从社会认同视角探究员工创新行为的文献还比较少，希望本研究能够抛砖引玉。

其次，本研究证实多重认同存在于组织情景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支持创新的组织情景因素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共同联系纽带。以往研究往往只考察一种社会认同因素在组织情景因素与员工行为之间的作用，本研究同时考察基于不同认同焦点（组织、职业、领导）的三种认同的协同作用，更为全面地诠释了社会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重要作用，弥补了单个认同因素的解释力相对较弱的缺憾。当然，本研究结果仍然可以与以往单独检验组织认同、职业认同或领导认同在组织因素与员工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的众多研究结果相互佐证。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职业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是最强的，领导认同的中介作用次之，而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是最弱的。这说明就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来看，职业认同的解释力最高，这可能是员工创新行为的动因所决定，高风险的创新行为更需要员工自身对所从事工作的认同。另外，领导认同相对于组织认同而言，它对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的解释力更强，这可能与中国文化背景有关——中国员工更注重与其主管的社会交换，相对于组织，中国员工与主管更为亲近，从而使领导认同比组织认同的解释力更强一些。
第三，从多重认同的不同方面来说：①以往研究虽然对组织认同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在组织创造力研究领域，也有研究者分析了它在变革型领导（组织情景因素之一）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但还没有研究者实证检验组织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整合了社会交换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将组织认同纳入到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分析框架之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这就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之一。②虽然有研究者已将职业认同引入到组织创造力研究领域，但此类研究较为零星，研究者们主要还关注于职业认同对于员工职业发展的作用，对职业认同在组织情景因素与员工工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关注比较少，对职业认同对组织情景因素与员工创新行为的解释作用更是少之又少，本研究在这方面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并且，本研究发现，职业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是最强的，职业认同在组织情景因素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纽带作用应引起后续研究者们的注意。③再从领导认同来说，本研究更具中国情境性，因为相较西方文化情景，中国情景下的员工更为注重与其领导的社会交换，研究结果也证明了领导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因而，在中国情景下，在分析员工创新行为时，不仅要考察组织认同的作用，更需要深入分析领导认同对组织情景因素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解释力。

最后，就管理实践而言，管理者不仅需要加强支持员工创造性活动的各种制度与策略设计，还需要进一步追踪这些制度与措施所引发的员工的组织认同、职业认同和领导认同的变化，如果这些制度与措施能够改善员工对组织、职业和领导的认同水平，那将能够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创新行为。为此，管理者需要定期评估员工的各类社会认同状况，这是有效发挥支持性组织情景对员工创新行为积极效应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一项激励员工创新的管理政策的前后，对员工的组织认同、职业认同和领导认同等进行评估并比较，可以确定该政策的有效性。
5.3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就研究方法来说，本研究采取的是截面数据，难以进行严谨的因果推论，后续研究可以采取纵向研究设计，探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本研究虽然通过同源方差检验，但同源自填式问卷法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同源方差，后续研究可以采取多源资料收集方法，以尽量减少同源方差问题。其次，本研究考察了三种与工作相关的认同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但以往研究表明，多重社会认同之间存在着交互效应[66]，本研究在数据分析时并未将组织认同、职业认同和领导认同之间的交互效应纳入到分析范围内，后续研究可以采取更严谨的研究设计，以考察多重社会认同的交互作用在组织创新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中的作用。第三，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打开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黑箱”，但这只是打开了黑箱一角，后续研究可以整合中其他可能的中介机制，以建立更全面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以厘清组织创新支持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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